
中宗庙别立与中晚唐 “中兴” 的礼仪构建

———兼论中晚唐不祧庙的政治意涵

赵永磊

　
摘　 要　 安史之乱以后，重塑中兴成为唐代政治的核心问题，而中晚唐重塑中兴兼具政治中兴与礼仪中兴双重
面相，政治中兴体现在塑造 “今皇”为中兴之主，礼仪中兴的核心在于构建李唐的配享帝与不祧庙。无论是中

兴之主，还是不祧庙，主要源于开元四年唐玄宗在太庙之西别立的中宗庙。在唐代宗至唐穆宗年间，在包括牛

僧孺在内的朝臣的塑造下，李唐 “三圣”（太祖、唐高祖、唐太宗）成为李唐固化的配享帝与不祧庙，成为李

唐神圣性与正统性的象征符号。中晚唐 “三圣”赋予了强大的政治意涵，故而享有中兴不祧之主 “美誉”的

中宗庙遭到迁毁，唐宪宗削藩取得了绝大的成功，成为实至名归的中兴之主，但唐武宗会昌元年李德裕等加隆

唐宪宗为不祧庙的奏议，同样流为泡影，其根源在于若改变 “三圣”的神统地位，存在动摇李唐神圣性与正统

性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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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以后，唐廷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一则是 “如何控制藩镇”①，二则是如何中兴唐室。② 控驭藩镇

与重塑中兴具有正相关关系，唐后期在政治上重塑中兴的皇帝如唐德宗、唐宪宗等，往往对藩镇积极用兵。

学界对唐代藩镇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对于唐廷如何重塑中兴问题仍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的考索。

政治中兴的政治意涵主要体现在戡定动乱，再兴国祚，王朝赓续，天下太平等层面。自唐肃宗至德年间

至唐宪宗元和年间，象征政治中兴的中兴之主接连涌现，代表着唐代开始步入 “中兴”时期。③ 这一时期的

变化，在礼仪层面也具有鲜明的体现。姜伯勤先生对唐礼的流变问题，进行了极为经典的划分，“唐礼的发展

大体可分为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开元后礼’等四个阶段。所谓 ‘开元后礼’的流变，尤以唐德宗贞

元 （７８５—８０４年）至唐宪宗元和 （８０６—８２０年）年间的变动引人注目”，并以 “变礼”概括贞元至元和年间

的 “开元后礼”④，由此以礼典流变为参照，将唐礼析为四个演变阶段。

在泾原兵变敉平后，唐德宗贞元二年 （７８６）六月设 “开元礼举”，贞元五年五月增设 “三礼举”⑤，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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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制度改革层面间接折射出唐廷重塑中兴的礼仪面相。礼典的编纂不仅仅在 “盛世”，在 “中兴”时期也会

涌现，如唐德宗贞元九年王泾 《大唐郊祀录》、贞元十七年韦渠牟 《大唐贞元新集开元后礼》先后奏上；唐

宪宗元和十一年 （８１６）韦公肃 《礼阁新仪》，元和十三年王彦威 《元和曲台新礼》接连进呈①，代表着皇帝

礼仪复兴，王泾等礼官的 “太常礼典”可谓 “中兴礼典”，展现出唐后期皇帝试图重塑皇权权威的政治努力，

皇帝礼仪的 “繁荣”映射出这一时期的礼仪中兴。

围绕唐代皇权，陆扬提出 “作为个人的皇帝”与 “作为一种制度的皇帝”的概念，“制度化的皇帝权威”

才是 “唐后期政治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之一”②，叶炜指出：“安史之乱以后，中央集权的确有所削弱，但这

并不意味着皇权必然随之衰落。相反，唐前期律令体系瓦解后产生的部分制度空白，还给皇帝提供了更大的

施展个人权力、提高专制程度的空间。”③ 陆扬、叶炜所论，启示着唐后期皇帝在军事上无力荡平割据型的河

朔三镇，而象征性的礼仪权力成为皇权的重心，皇权积极染指礼仪层面，试图通过礼仪权力来增强政治的向

心力与凝聚力。

针对唐后期礼仪中兴问题，本文暂不以 “开元后礼”的编纂为重点，而是从 “开元后礼”的 “变礼”概

念中，抽绎出中兴不祧之庙 （或中兴不迁之主）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宋曾巩 《礼阁新仪目录序》称唐韦公

肃 《礼阁新仪》为 “记开元以后至元和之变礼”④，“开元后礼”以 “变礼”主要特征，但在开元二十年 《大

唐开元礼》之前唐礼已经存在 “变礼”，比较典型的礼例即中宗庙为中兴不祧之庙问题。

学界有关唐代 “庙统”（即太庙神主）变迁序列的研究⑤，戸崎哲彦、小岛毅、章群、任爽、朱溢、冯茜
等迭相讨论⑥，异彩纷呈。而在唐代太庙格局的变迁中，不祧庙极为关键，目前所见相关讨论，有关中宗庙性

质的定位难称精确，如若追溯中晚唐中兴之主及不祧庙的起源，中宗庙是最早的源头。中宗庙是唐前期极为

关键的 “变礼”，不妨先从唐两京中宗庙的建置及对其历史背景的阐释出发，进而在中兴叙事的语境下，从

政治舆论与礼仪制度的维度，审视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政治中兴与礼仪中兴问题。

一、唐两京中宗庙的兴废及其与元献皇后庙的位置关系

北宋宋敏求 《长安志》载太庙、中宗庙、玄宗元献皇后杨氏庙位于安上门街东，并引唐人韦公肃 《礼阁

新仪》载：“乾元元年，立庙 （案：元献皇后庙）于太庙之西，宝应二年，迁神主于太庙。贞元三年修葺，奉安

昭德皇后神主，永贞元年纎于太庙。”⑦ 推寻韦公肃本意，太庙之西的唐肃宗生母元献皇后杨氏庙、唐德宗昭

德皇后庙均属于 “变礼”的范畴，若循此逻辑，则前此位于太庙之西的中宗庙，同样具有 “变礼”的意涵。

清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未辨析太庙与中宗庙、元献皇后庙的位置关系，仅据宋敏求 《长安志》所记排

列，其 《西京皇城图》误以中宗庙、元献皇后庙位于太庙之东⑧，１９９６ 年史念海主编 《西安历史地图集》

沿承之。⑨ 而 １９９１年辛德勇据 《礼阁新仪》及 《唐会要》所载元献皇后庙、中宗庙均在太庙之西，由此

推断 “唐中宗庙和元献皇后庙都应该在太庙西侧”，且更据 《长安志》载长安太庙，“其地本隋太府寺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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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坊中有御井……先天中置庙废坊焉”，推断 “置庙废坊”的 “庙”，并非太庙，而是 “中宗庙及元献

皇后庙”，① 具体判断更为准确。顺着这一理路，另一问题随之浮出水面，即中宗庙、元献皇后庙究竟是一种

并立关系，还是沿承关系？徐松 《两京皇城图》以元献皇后庙位于中宗庙之东，若反其意而推之，则元献皇

后庙、中宗庙均位于太庙之西，且元献皇后庙又位于中宗庙之西。李建超 《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搜罗资

料鸿富，而有关中宗庙问题又沿承辛氏旧说②，未作更进一步考索。２０２４年 １月 １７日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碑林

博物馆西北隅首次发现了 “隋唐太庙类建筑遗址”③，但也并未充分考虑中宗庙与太庙的位置关系。今北京大学

图书馆所藏北宋吕大防 《长安图》拓本残片以太庙署、中宗庙分别位于太庙之东、西两侧④，相对准确，但未标

识元献皇后庙的具体方位。不妨先论中宗庙的兴废问题，而后更为讨论长安中宗庙与元献皇后庙的位置关系。

（一）唐两京中宗庙的兴废

唐玄宗开元四年六月唐睿宗崩，由于兄弟不相为后问题，唐睿宗神主迁纎太庙，波及已纎庙的唐中宗神

主，由是唐玄宗重新设定唐中宗庙。（具体讨论，详见本文第二节）有关中宗庙的设置问题，《册府元龟》所

记最详。《册府元龟》载：“（开元四年）八月壬子，敕宜于太庙西街西少府监空园内别造中宗庙，依前隶入

太庙署，肃明皇后神主于仪坤庙安置。乙巳，敕中宗孝和皇帝合别立庙，宜修理仪坤庙，隶入太庙署，不烦

别署官属。十一月丁亥，徙中宗神主于西庙。”⑤

《册府元龟》保存极大的唐五代实录原文⑥，而所记中宗庙设置，精确到干支纪日，似源出令狐簊撰，元

载监修 《玄宗实录》⑦，可惜其确切时日或原本已经颠倒错乱，当有错简。⑧ 开元四年八月甲辰朔，乙巳为初

二日，壬子为初九日。若顺其逻辑，唐玄宗既已诏令在太庙西街别立中宗庙，后又何必 “修理仪坤庙”，其

逻辑顺序违碍不通。

解决 《册府元龟》的错简问题，不妨从其内在逻辑言之。《旧唐书·礼仪志五》载：“初令以仪坤庙为中

宗庙，寻又改造中宗庙于太庙之西。”⑨ 《唐会要》载：“初令以仪坤庙为中宗庙，至八月九日，敕宣于太庙西

少府监赐坊，别造中宗庙，隶入太庙署。开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徙中宗神主于四 （案：当作西）庙。”瑏瑠 两

者所载，代表中宗庙设立的正常逻辑。中宗庙方位的设定，与仪坤庙密切相关。唐睿宗肃明皇后刘氏神主、

唐玄宗生母昭成皇后窦氏神主在唐玄宗初年纎于皇城东南亲仁里仪坤庙，（参见下文）至唐睿宗崩后，昭成

皇后、肃明皇后神主均拟升纎睿宗神室，八月九日，太常博士陈贞节以 “一帝一后”原则，终止肃明皇后神

主升纎太庙的进程，唐玄宗敕肃明皇后神主仍位于仪坤庙。瑏瑡 结合上引 《册府元龟》，不难理解开元四年八月初

二日 （乙巳）以前，已拟昭成皇后、肃明皇后神主迁纎睿宗神室，故唐玄宗有意将中宗庙设于原仪坤庙旧址，

在八月初二日敕 “修理仪坤庙”，而八月初九日 （壬子）肃明皇后仍留仪坤庙，中宗庙不得不在太庙西街另择场

所。至于 《资治通鉴》载唐玄宗开元四年 “八月乙巳，立中宗庙于太庙之西”瑏瑢，则混淆唐玄宗两道中宗庙敕为

一，显然不妥。中宗庙在开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建成后，与太庙东西相对，形成东庙与西庙并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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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山居存稿》，《唐长孺文集》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２０１页；陈尚君：
《周勋初等校订本 〈册府元龟〉》，《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５５０页。
有关元载、令狐簊 《玄宗实录》，参见陈光崇：《唐实录纂修考》，《中国史学史论丛》，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 ８８ ９１
页；谢贵安：《中国已佚实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４７ １４９页。
管见所及，池田温已注意及此。见池田温：《唐代诏?目錄》，东京：东洋文库，１９８１年，第 １５１页。
《旧唐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
王溥：《唐会要》卷 １２ 《庙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３４２页。
参见王溥：《唐会要》卷 １９ 《仪坤庙》，第 ４４０ ４４１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１ “唐玄宗开元四年”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６８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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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太庙与中宗庙东西相对，而洛阳太庙与中宗庙南北相对。《旧唐书·礼仪志六》载：“至中宗已后，

两京太庙，四时并飨。”① 即中宗沿承武则天在洛阳所建礼制建筑，两京并设太庙，形成双太庙格局②，唐玄

宗开元四年八月中宗神主既已从长安太庙迁出，洛阳太庙当亦如之。《河南志》载中宗庙位置在左掖门东，

太庙北，原为 “隋东宫率府之地”③，由此形成南庙 （太庙）与北庙 （中宗庙）相对的格局。

中宗庙与太庙的分立，并未得到长久的维持。开元五年正月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引唐太宗贞观十五年正月

魏王李泰 《括地志》载：“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庙故殿改造此庙”④，即唐代太庙承用隋制，至开元十一

年长安太庙规模有所扩大。

开元十年六月己巳 （三十日）唐玄宗下 《增置太庙九室诏》：“又兄弟继及，古有明文。今中宗神主，犹

居别处，详求故实，当宁不安，移就正庙，用彰大典。仍创置九室，宜令所司择日启告移迁。”⑤ 唐玄宗拟以

太庙由原七室扩建为九室，中宗神主迁纎正庙。太庙九室营建，或并未付诸实践，开元十一年四月，国子祭

酒徐坚上表称：“今太庙七室，皆有神主，孝和皇帝既须入庙，先有夹室见空，望奉移向此室内，既同太庙，

八室祭享是同，在于情理，实为允惬。”⑥ 仍议以中宗神主置于太庙夹室之中，构成太庙八室。至开元十一年

五月乙丑 （初一日），唐玄宗下诏亲享九庙，唐中宗神主始迁纎太庙，⑦ 故两京中宗庙存在于开元四年十一月

十五日至开元十一年五月初一日之间。

两京中宗庙废止后，各自经历不同的政治命运。义宗孝敬皇帝李弘神主初在唐中宗神龙元年 （７０５）六
月纎于太庙，至唐睿宗景云元年 （７１０）十二月改在东都建别庙，开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废义宗庙号，开元七
年十月九日，孝敬皇帝神主纎于洛阳从善坊新庙。⑧ 《旧唐书·礼仪志五》载：“（开元十一年）其京师中宗旧

庙，便毁拆之。东都旧庙，始移孝敬神主纎焉。其从善里孝敬旧庙，亦令毁拆。”⑨ 但其说不无疑义。贞元九

年王泾所撰 《大唐郊祀录》，仍称：“孝敬庙在东都从善坊”瑏瑠，具体原因不详，或沿用旧说，或孝敬神主并未

迁徙，或孝敬神主又立于从善坊。而唐人所谓祠庙 “毁拆”，部分建筑或移为别用，如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初

六日肃明皇后神主迁于太庙，《旧唐书》称 “毁仪坤庙”，《唐会要》作 “其仪坤庙为肃明观”瑏瑡，中宗庙亦

然。唐玄宗天宝十载 （７５１）正月十日敕：“太庙宜制内官，以备严奉，仍于庙外造一院安置，庶申罔极之恩，
无忘事生之礼。宜于旧中宗庙院安置内官，其室长停，不须更补。”瑏瑢 即长安中宗庙后安置新设的太庙署内官。

（二）中宗庙与长安城 “西庙”的变迁

长安中宗庙在唐玄宗以后的史料中湮没无闻，太庙署内官在唐肃宗至德二载 （７５７）克复长安后 “遂

废”瑏瑣，而在唐肃宗以后，长安太庙之西成为立皇后别庙的主要场所，鉴于其位置关系，不妨比之中宗庙，称

之为 “西庙”。唐代 “别庙皇后” （源出王彦威 《元和曲台新礼》，即皇后神主立于别庙）是突出的礼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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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 ２６ 《礼仪志六》。
参见李永：《武则天与长安关系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１ １２４页。
徐松辑：《河南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 １３２页。
王溥：《唐会要》卷 １７ 《庙灾变》，第 ４０７页。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７５ 《增置太庙九室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 ４２４页；《册府元龟》卷 ３０ 《帝王部三·崇先
三》，第 ３２５ ３２６页。具体时间，又见 《旧唐书》卷 ８ 《玄宗纪上》。《旧唐书·礼仪志五》载此诏在开元十年正月，（《旧唐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唐会要》载此诏在开元十一年七月二日，（王溥：《唐会要》卷 １２ 《庙制度》，第 ３４３页）均误。
王溥：《唐会要》卷 １２ 《庙制度》，第 ３４３页。
《册府元龟》卷 ３０ 《帝王部三·崇先三》，第 ３２６页。具体时间，又见王溥：《唐会要》卷 １２ 《庙制度》，第 ３４３页。《唐大诏令
集》载此诏在开元十年五月，（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７５ 《亲享九庙制》，第 ４２６ ４２７页）《旧唐书·礼仪志五》载此诏在开
元十一年春，（《旧唐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旧唐书·玄宗纪上》载中宗神主迁纎时间在 “四月丙辰”。（《旧唐书》卷 ８ 《玄宗
纪上》）均不确切。

王溥：《唐会要》卷 １９ 《孝敬皇帝庙》，第 ４３８ ４３９页。
《旧唐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
王泾：《大唐郊祀录》卷末，清道光二十六年钱氏刻 《指海》本，第 １页 ａ。案：汪曰桢疑其内容为 “后人所附”。

《旧唐书》卷 ８ 《玄宗纪上》；王溥：《唐会要》卷 １９ 《仪坤庙》，第 ４４１页。参见雷闻：《盛唐长安肃明观考论》，黄正建主编：《隋
唐辽金元史论丛》第 ２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６４ １７８页。

瑏瑣　 王溥：《唐会要》卷 １７ 《原庙裁制上》，第 ４１４页。



中宗庙别立与中晚唐 “中兴”的礼仪构建

象，其主要成因是 “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皇后）于太庙未有本室，故创别庙”。① 皇后别庙

肇端于唐玄宗先天元年 （７１２）十月所立长安城亲仁里仪坤庙西南隅②，元献皇后庙、昭德皇后庙亦属此例。

上引 《礼阁新仪》“乾元元年，立庙于太庙之西，宝应二年，迁神主于太庙”，《唐会要》则作：“至德二

年六月二十四日，追尊皇后，谥曰元献。立庙于太庙之西，四时荐享，皆准太庙一室之仪。至宝应二年四月，

迁神主于太庙，纎玄宗室。”③ 《唐会要》所载元献皇后神主纎庙时间在宝应二年 （７６３）四月，更为精确，而
元献皇后庙的建立时间当以乾元元年 （７５８）为妥，毕竟至德二载六月唐肃宗尚御驾凤翔，九月始光复长安，
太庙在安史之乱中被焚毁，乾元元年四月辛亥 （十日）奉迁九庙神主由长安殿入太庙④，元献皇后庙营建当

在此前。

元献皇后庙自然是延续唐代皇后别庙的传统，但其选址在皇城太庙之西，而非外郭城，凸显其具备帝后

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唐肃宗时期元献皇后庙日渐加隆，其地位凌越贞顺皇后庙之上。《唐会要》载唐玄宗

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未将贞顺皇后 （武惠妃）神主升纎太庙，而是在安义坊建立贞顺皇后庙，至 “乾元之

后，祠享遂绝”。⑤ 贞顺皇后庙与元献皇后庙位于外郭城与皇城的分立格局，凸显 “帝母”之尊严，彰显元献

皇后崇高的政治地位，而贞顺皇后享祀废绝在 “乾元之后”，在时间节点上恰恰在元献皇后庙营建之后，这

意味着元献皇后庙的建立，也直接导致了贞顺皇后庙被排除在严祀之外。

唐代宗宝应二年三月，唐玄宗、唐肃宗 “归纎山陵”⑥，四月元献皇后神主升纎玄宗神室，“西庙”继而

又有唐德宗昭德皇后王氏庙。唐德宗贞元二年昭德皇后崩，太庙未设王氏本室，“令于陵所祠殿奉安神主”，

贞元三年正月十八日太常博士李吉甫以 “若于大行皇帝陵所祠殿奉安神主，礼经典故，检讨无文”，并据昭

成皇后、肃明皇后、元献皇后立别庙的故事，“伏以元献皇后庙在太社 （案：当作庙）之西，今请修葺，以

为大行皇后别庙”，刑部尚书、知删定礼仪使关播亦有此议，唐德宗从之⑦，至唐顺宗永贞元年 （８０５）十一

　 图 １　 长安城西庙变迁示意图

月唐德宗神主纎庙后，（详见本文第三节）昭德皇后神主

奉迁太庙，长安城 “西庙”至此告以终结。

中宗庙与元献皇后庙先后建立，在时间维度上不存在

并立的可能性。唐人营建元献皇后庙， “立庙于太庙之

西”，其具体位置相对于太庙而言，而非中宗庙；李吉甫

也称元献皇后庙在 “太社 （庙）之西”，具体方位亦不以

中宗庙为参照，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元献皇后庙即依据中宗

庙旧址而营建，昭德皇后庙又位于元献皇后庙旧址，由此

构成了唐长安城的 “西庙”变迁序列 （图 １）。

二、名实不符的中宗庙与唐玄宗的继统问题

唐玄宗为升纎其本亲唐睿宗神主入太庙，不惜迁唐中宗神主，而别立中宗庙，这一礼仪事件的政治动机，

涉及唐玄宗皇统的继统问题。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多与东晋初年故事建立直接的联系，如 “兄弟相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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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 １７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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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 １０ 《肃宗纪》；《资治通鉴》卷 ２１９ “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 ７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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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 １１ 《代宗纪》。
王溥：《唐会要》卷 ３ 《皇后》，第 ３２ ３３页。关播奏议，略见于 《册府元龟》卷 ５９０ 《掌礼部二八·奏议一八》，《宋本册府元龟》，
第 １７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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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庙制度自晋代以来基本已经形成同庙异室、共为一代的定制，开元时期将中宗迁出太庙的做法绝非常

制”①，“尽管贺循的观点有利于陈贞节等以睿宗直承高宗的要求，但他们却混淆贺循本意，把兄弟昭穆同世

或异世的礼学争议偷换成玄宗正统承继何人的重大问题”。② 如此立论未必精确。

（一）贺循礼议检讨及唐玄宗的 “正统”与 “旁统”观念

唐玄宗开元四年六月唐睿宗崩，其神主纎庙，涉及辨唐中宗、唐睿宗兄弟的昭穆问题，引发了唐玄宗的

高度关注。开元四年七月戊子 （十四日）唐玄宗敕：“宜令礼官上七庙昭穆议”，七月壬辰 （十八日）太常卿

姜皎等奏：“礼，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为七，昭穆迭毁，而太祖常在，圣人之大典也。若礼名不正，则

奠献无序矣”，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等奏引刘宋何承天 《礼论》载晋元帝初年太常贺循议云：“礼，兄弟不

相为后也。故殷之盘庚，不序于阳甲，而上继于先君；汉之光武，不嗣于孝成，而上承于元帝”，“晋惠帝无

后，怀帝承统，怀帝自继于世祖，而不继于惠帝。［其惠帝］当同阳甲、孝成，别出为庙”，“若兄弟相代，

则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毁二庙”③，由是仿效东晋，依西晋晋怀帝故事为唐中宗立别庙。

《礼论》今已不传，陈贞节等引录贺循 “兄弟不相为后”议，今分见 《晋书》 《通典》，且互有异同。

《晋书·贺循传》载：“礼，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以承代为世。殷之盘庚不序阳甲，汉之光武不继成帝，别立

庙寝，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继之著义也。惠帝无后，怀帝承统，弟不后兄，则怀帝自上继世祖，

不继惠帝，当同殷之阳甲，汉之成帝。”④

《通典》载：“古者帝各异庙，庙之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处之义也。如惠怀二主，兄弟同位，于

?舉之礼，会于太祖，自应同列异坐而正昭穆。……又，主之迭毁，以代为正，下代既升，则上代稍迁，代

序之义也。若兄弟相代，则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毁二庙，礼之常例也。又殷之盘庚，不序阳甲之庙，

而上继先君，以弟不继兄故也。既非所继，则庙应别立。由此言之，是惠帝应别立，上祖宜兼迁也。故汉之

光武，不入成帝之庙，而上继元帝，义取于此。”⑤

陈贞节节引 《礼论》所记贺循礼议，略与 《晋书》《通典》文字相印合，其以 “若兄弟相代，则共是一

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毁二庙”置末，而非开篇，可能所用贺循礼议已分属两篇。严可均据 《晋书》《通典》

分录为两篇⑥，已属不妥。细绎文意，《通典》贺循议以 “又，主之迭毁”字启下文，《晋书》贺循礼议正承

接之，前后相续，两者文辞略异，其意不别，或经史臣整理删削所致，原属一篇，不可分割。

陈贞节等试图取法两晋故事，学者以为 “礼官……建议废毁中宗太庙庙室，无非是想淡化中宗的中兴之

功、抹杀中宗父子相继为帝的史实”。⑦ 此说失之偏颇。宗庙神主的 “庙统”象征皇统，上揭贺循礼议言及

“晋惠帝无后，怀帝承统，怀帝自继于世祖，而不继于惠帝。［其惠帝］当同阳甲、孝成，别出为庙”，表明

光熙元年 （３０６）十一月晋怀帝司马炽 （晋武帝二十五子）即皇帝位，为表明其皇统上继晋武帝，曾一度为

晋惠帝立别庙。东晋初年宗庙神主的设立上产生了否定之否定的礼仪现象，上引贺循 “兄弟不相为后”议，

实为晋元帝建武元年 （３１７）三月贺循礼议，其意在于别立晋惠帝庙、晋怀帝庙，但在晋元帝太兴三年
（３２０）正月晋惠帝、晋怀帝等神主又迁纎太庙。⑧ 质言之，无论是晋怀帝别立晋惠帝庙，还是晋元帝别设晋
惠帝庙、晋怀帝庙，其政治用意均非否定晋惠帝、晋怀帝的皇统地位，这是在以父死子继为主导的皇统承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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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冯茜：《中晚唐郊庙礼制新变中的儒学色彩———礼制意义上的 “太祖”在唐代郊庙中的出现及其地位的凸显》，《文史》２０１４年第
３辑。

⑦　 史正玉：《礼从时变：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先祖祭祀与正统塑造》，《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册府元龟》卷 ５８８ 《掌礼部二六·奏议一六》，《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４７、１７４８ 页。“其惠帝”三字，据 《旧唐书·礼仪志五》

《通典》补。（《旧唐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通典》卷 ５１ 《兄弟不合继位昭穆议》，第 １４２６页）《唐会要》《文苑英华》作 “其晋

惠帝”。（王溥：《唐会要》卷 １２ 《庙制度》，第 ３４２页；《文苑英华》卷 ７６３陈贞节 《太庙迁纎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第
４００８页）陈贞节奏议时间，《唐会要》之外，又见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１ “唐玄宗开元四年”条，第 ６８３８页。
《晋书》卷 ６８ 《贺循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
《通典》卷 ５１ 《兄弟不合继位昭穆议》，第 １４２５页。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 １９６７、１９６８页。
具体研究，参见赵永磊：《晋成帝时期皇帝礼仪变异》，《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２０２３年第 ２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４
年，第 ４５ ４６页。



中宗庙别立与中晚唐 “中兴”的礼仪构建

中绝后，皇统承继面临 “二统”或 “多统”的复杂局面，“为人后”的继嗣之君或非 “为人后”的旁支出继

大统，为争夺皇统的 “正统”问题，皇统承继谱系分化出 “正统”与 “旁统”尊卑迥然有别的皇统序列。

开元四年、开元五年陈贞节等先后所论，“奉睿宗神主升纎太庙，上继高宗”，“礼，兄弟相继，不称嗣

子，而曰及王，明当同继献君，不继兄之绝统也。今睿宗虽代孝和而立，故当同继高宗，则两室并存，便成

二穆，求之于礼，不可同列于庙，必须一室别居。开元皇帝光临区宇，主祭宗庙，岂容继伯考之绝绪，遂弃

己亲之正统乎？”① 元和元年 （８０６）太常博士王泾也明确称唐中宗 “尊非正统”②，不难理解，陈贞节等试图

通过 “庙统”制造出唐睿宗承唐高宗之统绪，增加唐睿宗—唐玄宗一系的 “正统”权重，但从未否认唐中宗

与唐睿宗 “同继高宗”的客观事实，且开元十三年唐玄宗 《东封赦书》“朕接统千岁，承光五叶”③，中书令

张说 《大唐祀封禅颂》称 “皇唐六叶”④，“五叶”“六叶”表明唐中宗自成一世。

围绕唐中宗、唐睿宗孰为唐高宗 “正统”“旁统”这一核心问题，唐玄宗君臣煞费苦心，不惜别立中宗

庙。唐睿宗皇位的继承模式，可谓是超出继体之君是否 “为人后”的两种常例之外，又一特殊的 “双嫡子”

继承制，毕竟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先后均曾被立为太子、皇帝。围绕天子是否在宗法系统之内，即君统

（皇统）与宗统是否为一，学界尚有歧说⑤，为阐明唐高宗继统中 “正统”与 “旁统”的问题，不妨借用宗法

意义上的宗统概念予以阐释，在唐人的宗法观念中，唐高宗皇统出现分枝，存在唐中宗、唐睿宗 “二统”，

陈贞节等所谓 “正统”，其意更近于宗统，即强调并维持唐睿宗、唐玄宗一系在李唐皇统中的大宗地位。

有所不同的是，两晋故事中别立的晋惠帝庙、晋怀帝庙地位并不高，而唐玄宗为唐中宗立别庙，解决了

唐睿宗继统中的 “正统”地位，但同时又赋予了唐中宗神主非同寻常的 “庙统”地位。唐中宗神龙元年

（７０５）二月，推进光启李唐之业，内外盛言中兴，至神龙三年二月，又禁言中兴，具体变迁的内核主要基于

对武周的政治性质而论，即由 “承认武周对李唐王朝革命性质的中断”到 “认定了武周是对李唐的延续而非

中断”。⑥ 有趣的是，唐中宗崩后，再度被视为中兴之主。唐睿宗景云元年 （７１０）九月丁卯 （十九）群臣上

谥号、庙号⑦，十月十三日摄太尉姚?等推 《逸周书·谥法》“孝”“和”之义，“夫孝以爱亲，和以安人”，

奉谥号 “孝和”，庙号中宗。⑧ 推本中宗庙号的来源，或取殷太戊、汉宣帝、晋元帝故事，其本身即具有中兴

的政治意味。这一观念在庙制中也有体现。

开元四年七月陈贞节、苏献奏称：“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⑨，开元十七年左丞相张说所作唐中宗庙歌辞，

“礼物还旧，朝章中兴”瑏瑠，均盛言唐中宗中兴，并未言及中宗庙的地位。中宗庙的政治地位，反映在开元五

年十月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奏议：“特以孝和实中兴之明主，开百代不毁之庙，别立园寝，永以宁

神，岁时蒸尝，与国终始，有何不可乎？”瑏瑡 即陈贞节等推尊唐中宗为中兴之主，并以其神主 “开百代不毁之

庙”，别立的中宗庙加隆为李唐不祧庙，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唐玄宗赋予唐中宗中兴之主的政治定位，其重

点不再纠结周唐间复杂的历史关系，而是更为凸显唐中宗光启李唐的政治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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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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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册府元龟》卷 ５８８ 《掌礼部二六·奏议一六》，《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４９页。
《册府元龟》卷 ５９１ 《掌礼部二九·奏议一九》，《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７０页；王溥：《唐会要》卷 １５ 《庙议上》，第 ３８１页；《旧唐
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 ６６张九龄 《开元十三年东封赦书》，第 ３７１页；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 ６ 《东封赦
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 ４２２页。
张说撰，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 １２ 《大唐祀封禅颂》，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 ６０７页。
参见刘家和：《宗法辨疑》，《古代中国与世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６６ １７９页。
张达志：《理异于兹：唐中宗禁言中兴的历史语境》，《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
《旧唐书》卷 ７ 《中宗纪》。
姚铉：《唐文粹》卷 ３２苏颋 《唐中宗孝和皇帝谥册文》，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１８页 ａ ｂ；《文苑英华》卷 ８３５苏
颋 《唐中宗孝和皇帝谥册文》，第 ４４０３ ４４０４页。
《册府元龟》卷 ５８８ 《掌礼部二六·奏议一六》，《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４８页；王溥：《唐会要》卷 １２ 《庙制度》，第 ３４２页。
《旧唐书》卷 ３１ 《音乐志四》。案：《旧唐书》原作 “开元七年”，今据陈祖言说，见陈祖言：《张说年谱》，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１９８４年，第 ８６页。熊飞说亦无异辞，熊飞：《张说年谱新编》，台北县：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８９ １９０页。
《册府元龟》卷 ５８８ 《掌礼部二六·奏议一六》，《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４９页；王溥：《唐会要》卷 １７ 《庙灾变》，第 ４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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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元四年?祭中有名无实的中兴之主

唐中宗神主未入太庙，而是立为别庙，这一相对特殊的设计，其中的政治隐喻并不为时人所知，而开元

四年?祭礼仪中先进献唐睿宗，后进献唐中宗，“跻圣贤”的礼仪事件最终酿成了政治舆论。

唐玄宗曾下诏，“令所司到朝堂进封，极言时政得失”，开元五年正月太庙四室崩坏，十月癸酉 （初七

日）伊阙人孙平子抓住太庙灾异事件为契机，上封言事，直接挑战开元四年太常博士陈贞节等礼官，“臣窃

见今年正月太庙毁，此乃跻圣贤 （《唐会要》作二帝）所致也。……昔庄公三十二年薨，闵公三 （当从 《唐

会要》作二）年吉?，自薨至?，向 （《唐会要》作尚）有二年，《春秋》犹非之失礼，况夏隳 （《唐会要》

作崩）冬?，其不亦太速乎？……臣昧死据此断之，即太庙毁，亦今日将欲陵夷之象，堕先帝之祀也。斯亦

上天佑我唐国，乃降此灾，以陛下去年?孝和于别室，吉祭于太庙，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与僖、闵

事同，先臣后君也。昔跻兄弟上，今弟先兄祭，过有甚于古也。……昔武氏篡国十五余年，孝和挺剑龙飞，

再兴唐祚，反正朔服色，咸依贞观故事，此即有大功于天下也。今?于别殿，是废先圣之训，弃中兴之功，

下君上臣，轻长重幼。若以孝和无道，则位不合称帝，坟不得称陵。……伏请速召宰相已下，御史已上，众

共谋议，移孝和入庙”①，由此也引发了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等人的应对。孙平子所谓 “咸依贞观故

事”，凸显出唐中宗 “再兴唐祚”之意，唐中宗即位后，诸多制度多因仍武周旧制②，而孙平子封事内容，以

开元四年?中宗于别室、跻圣贤———中宗中兴之主———升纎中宗入庙为议事线索。

厘定开元四年唐代?祭事件，有必要明确?祭具体时间，而唐睿宗服丧时间最为关键。《旧唐书·崔佑甫

传》载常衮称：“国家太宗崩，遗诏亦三十六日，而群臣延之，既葬而除，约四月也。高宗崩，服绝轻重，如

汉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肃宗崩，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③ 由此唐代皇帝丧期明显以唐玄宗为

界，唐玄宗之前为 ３６日 （唐太宗约四月），唐玄宗以后为 ２７日，学者据此，又定唐睿宗丧期亦为 ３６日。④

《睿宗遗诰》载：“属纩之后，三日便殡，以日易月，行之自久。”⑤ 其中 “以日易月”也近合唐高祖以

来 ３６日旧制。事实上，唐睿宗丧期既非 ３６日，亦非 ２７日。唐代皇帝丧期，其截止时间以纎庙为基准。唐睿
宗崩的具体时日，史料所记略有分殊，或为开元四年六月甲子 （二十日）⑥，或为开元四年六月癸亥 （十九

日）⑦，若自唐睿宗崩日计，至开元四年十月庚午 （二十八日）葬于桥陵，积日约 １８７ （或 １８８）日，而唐睿
宗神主迁纎太庙时间，上引陈贞节、苏献等奏称：“甫及仲冬，礼当迁纎”⑧，即预设十一月迁纎唐睿宗神主。

开元五年十月陈贞节等又称：“孝和升纎之后，圣贞 （案：唐睿宗）方上纎高宗”⑨，上文已论唐中宗神主升

纎中宗庙在开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则唐睿宗神主升纎太庙约在十五日或十六日，十一月即为史料中所谓

“睿宗祥月”。瑏瑠

孙平子生平未详，是否曾预开元四年?祭，亦不可知，而开元四年?祭事件引发了包括孙平子在内的朝

臣重新审视唐中宗神主问题。在唐睿宗丧毕之后，唐玄宗行?祭之礼。《毛诗·大雅·玄鸟》郑玄笺：“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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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卷 ５８８ 《掌礼部二六·奏议一六》，《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４８、１７４９页；王溥：《唐会要》卷 １７ 《庙灾变》，第 ４０８页。
具体时间，《唐会要》之外，又见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１ “唐玄宗开元五年”条，第 ６８４８页。案：《册府元龟》所记内容超出 《唐会

要》《旧唐书·礼仪志》《资治通鉴》之外，或亦源出 《玄宗实录》，弥足珍贵，今据以录文。

孟宪实：《从 “诏书”到 “制书”》，《文献》２０１９年第 ５期。
《旧唐书》卷 １１９ 《崔佑甫传》。
吴丽娱：《关于中古皇帝丧服 “权制”的再思考》，《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案：除服为丧期结束之次日，故吴丽娱将唐玄宗
以后除服时间定为 ２８日。另，吴丽娱有关唐代皇帝 “丧礼时间”，前后不同，在其著作中又已经注意及史料所记开元四年丁亥唐睿

宗神主升纎问题。见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 １８９页。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２ 《睿宗遗诰》，第 ７３页。
《旧唐书》卷 ７ 《睿宗纪》；《文苑英华》卷 ６３６苏颋 《睿宗大圣真皇帝哀册文》，第 ４４１１页。此外，《睿宗实录》《玄宗实录》均如
此。见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１ “唐玄宗开元四年”条 《考异》，第 ６８３７页。另，《唐会要》作开元四年五月二十日。见王溥：《唐会
要》卷 １ 《帝号上》，第 ５页。今不计之。
《旧唐书》卷 ８ 《玄宗纪上》。刘芳 《唐历》《资治通鉴》亦如此，见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１ “唐玄宗开元四年”条 《考异》，第 ６８３７页。

⑨　 《册府元龟》卷 ５８８ 《掌礼部二六·奏议一六》，《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４７、１７４９ １７５０页。
《新唐书》卷 ２００ 《儒学传下·韦公肃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



中宗庙别立与中晚唐 “中兴”的礼仪构建

君丧三年既毕，?于其庙，而后舉祭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①，即在三年丧后，?祭存在 “?于其庙”

与 “?于群庙”的分殊。开元四年十一月?祭，唐睿宗丧毕，“?于其庙”，本为常礼，然则唐玄宗所行?

祭，乃指 “?于群庙”的?祭，即?祭太庙七庙神主，原应在开元五年春，故孙平子讥其 “太速”。

开元四年七月陈贞节、苏献奏称，“（唐中宗）请同殷之阳甲、汉之成帝，出为别庙，时祭不亏 （《册府

元龟》作及，误），大舉之辰，合食太祖”②，即中宗神主虽在别庙，而?舉祭之时，仍升纎太庙，合食太祖。

而开元四年?祭，“?孝和于别室，吉祭于太庙，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今?于别殿”，透露出开元四年

?祭，唐中宗神主并未升纎太庙，且?祭顺次进献八庙神主 （太庙七庙神主、中宗神主）时，又出现了逆祀

事件。在周代宗庙祭祀中，依其世系顺序祭祀神主的是顺祀 （或从祀），不依其顺序祭祀神主的是逆祀，比

较典型的即鲁文公二年跻僖公事件。③ 而在?祭之时，中宗神主不仅未列居太庙，且唐玄宗先进献唐睿宗，后

进献唐中宗，顺序逆反，有违于君臣之义，故为孙平子讥刺为 “跻圣贤”。

陈贞节等从未否认唐中宗为中兴之主，而开元四年?祭事故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唐中宗神主并未升

纎太庙，无形之中拉低了唐中宗的政治地位，淡化了唐中宗的皇帝形象，且进献次第先弟后兄，又造成了崇

重唐睿宗的政治印象，唐中宗中兴之主不过有名无实，进一步加剧了唐中宗皇统沦落为 “旁系末统”的客观

现实。面临孙平子的质疑，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辩解道：“自去岁升纎之后，时孝和新庙未有乐悬，

所以差辰，缘阙备物，初非永制，盖是权宜。修教若成，即当同日。礼曹华省，具列事由，岂缘尊卑，致隔

先后。借如睿宗一室诚卑，孝和不可缘睿宗之卑，后六祖之祭。”④ 在其逻辑中，开元四年逆祀事件，尊卑问

题并非主要事由，而是中宗庙 “未有乐悬，所以差辰”，其搪塞之词未必服众。孙平子奏议在短时间内并未

奏效，但在开元十一年五月唐中宗神主再次纎庙得到了应验。

三、中晚唐中兴之主的塑造与礼仪中兴的构建

德国历史学家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认为在 “国王二体”（自然之体、政治之体）之外，还存在 “尊荣

永远不死”的观念，英国、法国国王葬礼中模拟国王的 “拟人像”即这一理念的体现。⑤ 而在中国古代皇帝

礼仪中，庙制层面也存在象征君主不朽性、永生性的桂冠，具体表现即太庙中的不祧庙。唐代祖宗庙号，仅

具五祖，即献祖李熙、懿祖李天赐、太祖李虎、世 （后因避唐太宗讳改为代）祖李籨、高祖李渊，其余为十

八宗 （唐代二十一帝中殇帝李重茂、哀帝李籾无庙号，义宗李弘不在皇统之列）。无论唐中宗政治威望是否

与中兴之主相匹配，至少在政治名义上，唐中宗是唐前期唯一的中兴之主，也是继太祖、世祖之后，唐代第

三位不毁之主。名实不符的中宗庙居于唐代太庙核心位置，这也映射出不祧庙并未成为唐前期礼仪的核心

内容。

在 “庙统”上，唐中宗庙为中兴不迁之庙，蕴含中兴之主与不祧庙双重身份，而无论是中兴之主，还是

不祧庙，均是中晚唐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有所不同的是，中兴之主已经转化为 “今皇”的政治桂冠，礼仪

中兴的重心开始移向配享帝与不祧庙。

（一）肃、代时期的中兴之主与配享帝

任爽敏锐地捕捉到唐代宗以后郊庙祭礼演变的趋向，“唐代礼制演变与发展的基本趋势，即被祭祀对象

的统一，反映在祖宗祭祀之中，就是郊祀与庙享的统一”。⑥ 一般而言，功德显著的皇帝神主具有郊社配享帝

与太庙不祧庙的双重身份，此即 “配享帝、不祧庙合一”理论，然而在唐代宗之前，配享帝与不祧庙并不统

７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诗正义》卷 ２０ 《大雅·玄鸟》，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 ７９２页。
《通典》卷 ５１ 《兄弟不合继位昭穆议》，第 １４２６页；王溥：《唐会要》卷 １２ 《庙制度》，第 ３４２页；《旧唐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
《册府元龟》卷 ５８８ 《掌礼部二六·奏议一六》，《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４８页。
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逆祀》，《裘锡圭学术文集》第 １卷 《甲骨文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２７０页。
《册府元龟》卷 ５８８ 《掌礼部二六·奏议一六》，《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４９页。
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５１１、５５３ ５７６页。
任爽：《唐代礼制研究》，第 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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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宗以后，逐渐产生两者合一的趋势。

唐代配享帝、不祧庙不统一现象的发端，显庆元年 （６５６）是关键的年代。周善策通过考察唐前期郊祀

配享帝，认为配享帝更为关注 “政治考虑”，唐高宗显庆元年唐代配享帝由唐高祖、唐太宗取代太祖景皇帝

及代祖元皇帝的地位，“高祖、太宗为唐室最重要的先帝”。① 细绎之，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等奏称：“（太

祖、世祖）称祖清庙，万代不迁。请停配祀，以符古义。……斯乃二祖 （案：太祖、代祖）德隆，永不迁

庙；两圣 （案：高祖、太宗）功大，各得配天”②，“二祖”庙号 “称祖”，是 “万代不迁”的不毁庙，“两

圣”配祀，凸显其功业。“两圣”指称先帝，这与唐高宗、武则天在 “家礼”的范围内并称 “二圣”又有不

同③，长孙无忌等的逻辑理路，展现出鲜明的 “配享帝、不祧庙为二”理论。④

唐前期配享帝并不稳定，在唐高宗崩之后，唐代配享帝由 “两圣”增益为 “三圣”，唐高宗政治地位经

历了神圣化的过程。嗣圣元年 （６８４）九月，武则天改元光宅，推尊唐高宗 “受绿错之祯符，应朱绨之景

命”⑤，与唐高祖、唐太宗同列三圣。至垂拱元年 （６８５）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奏称：“高祖神尧皇帝凿乾
构象，辟土开基。太宗文武圣皇帝绍统披元，循机阐极。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之大业，廓文武之宏规。三圣

重光，千年接旦。神功轈德，罄图牒而难称；盛烈鸿猷，超古今而莫拟”，并以 “郊丘诸祠皆以三祖配”。⑥

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唐玄宗从中书令张说建议，废除 “三祖同配”郊丘之礼⑦，以唐高祖配享圆丘、方丘、祈

谷，唐太宗配享雩祭、神州 （北郊）⑧，唐高宗不再为郊丘配享帝，“三圣”重回 “两圣”的旧制，故开元十

二年闰十二月唐玄宗允行封泰山诏，仅追踪唐高祖的 “丕图”、唐太宗的 “鸿业”。⑨ 唐前期配享帝的政治功

能，主要用以表彰先祖功业，神格化其先祖地位。杜甫称 “昊天有成命，惟五圣以受”，天宝八载 （７４９）唐
玄宗追谥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为 “五圣”瑏瑠，彰显 “五圣”的受命形象。

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 （十二日），唐肃宗灵武即位制书以 “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为旗帜瑏瑡，任

士英据此指出唐肃宗有意将中兴与功业相结合，谋求其即皇帝位的政治合法性瑏瑢，而 “功莫盛于中兴”云云，

也开启了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塑造政治中兴与判定中兴之主标准的滥觞。至德二载十月两京光复，在范阳节度

使判官耿仁智眼中，这是 “唐室中兴”的象征。瑏瑣 歌咏唐肃宗中兴具有广泛的政治群体瑏瑤，杜甫至德二载九月

《北征》、乾元二年 《送灵州李判官》先后径称： “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 “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

方”瑏瑥，明确将唐肃宗定位为 “中兴主”，传达出杜甫对唐肃宗政治革新充满殷切的期许。瑏瑦 唐人既以皇帝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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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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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策：《封禅礼与唐代前半期吉礼的变革》，《历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
⑥　 《旧唐书》卷 ２１ 《礼仪志一》。
参见孟宪实：《武则天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２５１ ２８７页。
学者称唐高祖成为郊祀配享帝，其地位 “相当于儒学理论定位的太祖”。参见吴丽娱：《也谈唐代郊庙祭祀中的 “始祖”问题》，

《文史》２０１９年第 １辑。论者又称唐高宗改定郊祀配享帝，有意拔高唐太宗的政治功业，贬抑唐高祖的政治功绩。参见史正玉：《李
渊庙谥改易问题所见唐代 “太祖”的多重意涵》，《中国史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具体定位，或有必要进行反思。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３ 《改元光宅诏》，第 １５页。
《旧唐书》卷 ２１ 《礼仪志一》；《资治通鉴》卷 ２１２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条，第 ６８７６页。
周善策：《封禅礼与唐代前半期吉礼的变革》，《历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案：郊丘配享帝，周善策据 《大唐开元礼》推之。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６６ 《开元十三年 （案：三当作二）封泰山诏》，第 ３７０页；《册府元龟》卷 ３６ 《帝王部三六·封禅二》，
第 ３９８页。需要明确的是，三圣具体指代对象并不固定。唐代宗广德二年 （７６４）颜真卿撰李光弼神道碑，称李光弼、郭子仪 “翼

戴三圣”，三圣指称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颜真卿撰，黄本骥编订、凌家民点校、简注、重订：《颜真卿集》，哈尔滨：黑龙江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１５２页）
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 １９ 《有事于南郊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９１４ 页；《册府元龟》卷 ３０
《帝王部三·奉先三》，第 ３２８页；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７８ 《上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号并五圣加谥制》，第 ４４３页。
《旧唐书》卷 １０ 《肃宗纪》。
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第 ２５６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２０ “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 ７１６５页。乌承繣称为 “唐室中兴”。见 《新唐书》卷 １３６ 《李光弼传附乌承繣传》。
张达志等对这一问题具有精彩的研究，参见张达志、李睿诗：《〈大唐中兴颂〉的翻刻与肃宗中兴的继绝》，《学术月刊》２０２４年第
１２期。承张达志教授赐教，谨此申谢！
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 ２ 《北征》，第 ２２６页；《杜甫集校注》卷 １８ 《送灵州李判官》，第 ２８２２页。
林继中：《杜诗 〈洗兵马〉钱注发微》，《杜诗学论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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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故至德二载十二月，太上皇 （唐玄宗）、唐肃宗自咸阳同归长安，“士庶舞忭路侧，皆曰：‘不图今

日再见二圣’！”① 上元二年 （７６１）八月，荆南节度使判官元结歌咏中兴，撰 《大唐中兴颂》称：“宗庙再安，

二圣重欢。”② 太上皇与唐肃宗并称 “二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安禄山、史思明先后建立的 “大燕”，前后

历经四代君主，君主也被唤作 “圣人”，“二圣”或 “四圣”是臣僚对 “大燕”君主的特定称谓③，挑战了皇

帝的唯一性，这无疑刺激着唐廷重塑皇帝权威。

安史之乱致使唐室国势中衰，肃、代之际塑造中兴则是光复唐室的重要旗帜，尤其在唐肃宗去年号、改

正朔层面具有鲜明的体现。④ 不过中兴意味着戡平祸乱，致天下太平，唐肃宗中兴之局并未来临。安史政权对

李唐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唐廷迫切需要重塑李唐的政治合法性，唐代

宗改变了重塑中兴的策略，不仅通过政治宣传的方式，也借助皇帝礼仪的渠道。《旧唐书·李泌传》载：“肃

宗重阴阳祠祝之说”⑤，《旧唐书·王缙传》载：“代宗喜祠祀”⑥，《资治通鉴》称：“肃宗、代宗皆喜阴阳鬼

神，事无大小，必谋之卜祝”⑦，唐肃宗乾元元年六月在圆丘东建立太一坛⑧，唐代宗时期郊丘配享帝存在显

著的变革，皇帝礼仪再度复兴，礼仪中兴应运而生。

唐代宗宝应元年唐代乐舞增入 《上元》舞，宝应元年 （即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敕：“新造 《上元》之

舞，先令大祀享皆将陈设。自今以后，圆丘、方泽、太庙祀享，然后用此舞，余祭并停。”⑨ 唐代郊祀配享帝

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宝应元年十一月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统帅蕃汉军追讨史朝义叛军，《通鉴考异》引令

狐簊 《代宗实录》载是年十一月己亥 （二十四日）仆固怀恩上言称：“幽州平，河北州县尽平，史朝义为乱

兵所戮，传首上都”云云，在战乱之际，史朝义被杀的具体时间，史料所记歧出，或云在宝应元年十一月，

或载在宝应二年正月瑏瑠，或称在宝应元年十二月。瑏瑡 无论如何，仆固怀恩上言河北平定的战报，激励着李唐朝

臣积极重塑李唐天命，强化李唐的正统性，太祖景皇帝被追溯为李唐受命的肇端。

杜鸿渐 “素习帝王陈布之仪”瑏瑢，宝应元年十二月，太常卿杜鸿渐、礼仪使判官水部员外郎薛颀、集贤院

校理润州别驾归崇敬等以 “神尧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于

唐……请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瑏瑣，而所涉配享帝的具体细节有待究明。史称黎 “善星纬数术”瑏瑤，“至

于郊丘大事，军国急政，必别殿延问，依经条对，仅千余篇”瑏瑥，宝应二年五月谏议大夫黎议称：“今欲以

９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旧唐书》卷 １０ 《肃宗纪》；《资治通鉴》卷 ２２０ “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 ７１６３页。
元结：《元次山集》卷 ７ 《大唐中兴颂》，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２年，第 １１４ １１５页。
《新唐书》卷 １２７ 《张嘉贞传附弘靖传》；《资治通鉴》卷 ２２４ “唐代宗大历八年”条，第 ７３４１页。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
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 ２１９ ２２０页；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４年，第 ３４４页。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３７２ ３８３页；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
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第 ４ ５页。
《旧唐书》卷 １３０ 《李泌传》。
《旧唐书》卷 １１８ 《王缙传》。
《资治通鉴》卷 ２２６ “唐代宗大历十年”条，第 ７３９０页。
《旧唐书》卷 １０ 《肃宗纪》。
王溥：《唐会要》卷 ３２ 《雅乐下》，第 ６９２页；《旧唐书》卷 ２８ 《音乐志一》。
具体史料，详见 《资治通鉴》卷 ２２２ “唐代宗广德元年”条 《考异》，第 ７２５８ ７２５９页。案：《通鉴考异》又载唐焦璐 《唐朝年代

记》则载其时间作宝应元年十二月己亥，而宝应元年十二月乙巳朔，无己亥日，十二月疑为十一月之误。《通鉴考异》所引 《代宗

实录》，又见于 《册府元龟》，但不具时间，见 《册府元龟》卷 ４３４ 《将帅部九五·献捷一》，第 ５１６０页。薛宗正 《回纥史初探》关

注到 《册府元龟》之文，仍将仆固怀恩上言时间定于宝应二年正月。见薛宗正：《回纥史初探》，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第 １８３页。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 １１２页。
《旧唐书》卷 １０８ 《杜鸿渐传》。
《旧唐书》卷 ２１ 《礼仪志一》；《册府元龟》卷 ５９０ 《掌礼部二八·奏议一八》，《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６１页。案：《旧唐书》《册府
元龟》所载杜鸿渐礼议不具月份，《资治通鉴》载唐代宗宝应元年十二月庚申 （十六日），“初以太祖配天地”。（《资治通鉴》卷 ２２２
“唐肃宗宝应元年”条，第 ７２５６页）《资治通鉴》所据疑源自 《代宗实录》，杜鸿渐议礼时间约在仆固怀恩上言之后。

《旧唐书》卷 １１８ 《黎传》。
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１８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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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皇帝为始祖，配昊天于圆丘”，“今欲黜神尧配含枢纽，以太宗配上帝”①，且唐高祖 “不得配享天地”②，据

此，可知宝应元年郊祀改革的关键是将太祖景皇帝取代唐高祖配享地位，唐代郊丘配享帝易为太祖景皇帝配

享圆丘、方丘、祈谷，唐太宗仍配享雩祭、北郊。

在安史之乱接近尾声之际，唐代宗君臣欢欣鼓舞，不惜废黜唐高祖配享之位，通过配享帝刻意凸显太祖

李虎的始受命地位，在政治上将自身的受命追溯至太祖李虎，李唐受命历史源远流长，从而塑造唐代宗 “再

受命”的政治形象，这一非常时期矫枉过正的举措，流露出唐代宗君臣强化李唐政治合法性的强硬姿态。李

唐朝臣塑造唐代宗政治形象的努力仍在延续，宝应二年正月，史朝义首级传至长安，安史之乱至此戡定，四

月辛巳 （初八日），宰臣及文武百僚郭子仪等上尊号表盛称唐代宗为 “创业垂统”之君，“以一旅而扫定二

京，不再周而克宁九庙”，讨平安史之乱，“中兴迈于光武”，六月丙申 （二十四日），群臣奉上宝应元圣文武

皇帝尊号，其中武字意蕴为 “立极中兴”③，唐代宗由 “受命”之主，最终化身为中兴之主。

中晚唐时期配享帝与不祧庙成为礼仪中兴的核心问题，其最为重要的政治动因是象征性地传达出 “今

皇”天命与正统性最为直接的来源。《新唐书·礼乐志》曾做出唐代宗时期 “配享不易”的判断④，自然不

确。宝应元年配享帝改制不免过激，无形中降低了唐高祖神主的地位。广德元年十月吐蕃攻陷长安，旋为郭

子仪收复。目前所见广德二年正月丙辰 （十七日）敕仅载二月 “七日享太庙”，未言及祀南郊之事，而二月

八日唐代宗亲祀南郊⑤，正月丙辰敕当涉及南郊祭礼。当此之际，李唐配享帝得以重塑。广德二年 （７６４）正
月甲寅 （十六日），杜鸿渐以太常卿任礼仪使，奏称：“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癨，请以太祖景皇帝配

飨。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请以高祖配飨。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请以太宗配飨。”⑥ 杜鸿渐等或

鉴于唐高祖为受命帝，纠正宝应元年郊丘改革的激进举措，故又将唐高祖神主重回郊丘配享帝之列，成为祈

谷、神州配享帝，其配享帝地位高于唐太宗，亚于太祖景皇帝，确立了此后唐代郊丘固定的配享帝。

此外，太祖不祧庙的地位在唐代宗时期最终确立。上文所论显庆元年长孙无忌的 “配享帝、不祧庙为二”

理论，明确以太祖、代祖为不祧庙，但这一理论预设有必要经过唐代 “庙统”递迁序列的检验。对于唐高祖不

配享圆丘问题，礼官仍有异议。永泰二年 （７６６）三月关中大旱⑦，五月，执事者称：“景皇帝追封于唐，高祖
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阳为灾。”⑧ 所谓 “配享失位”，其意在于

唐高祖当配享圆丘，而非 《旧唐书·礼仪志一》所谓 “今不得配享天地”。⑨ 唐代宗诏百官集议，太常博士独

孤及议：“凡受命始封之君，皆为太祖。继太祖已下六庙，则以亲尽迭毁。而太祖之庙，虽百代不迁。此五帝、

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若配天之位既异 （《大唐新语》作易），则太祖之号亦废，祀之不修，庙亦当毁。”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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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 ２１ 《礼仪志一》。案：上文称 “尊神尧克配彼天，宗太宗义配上帝”，以唐玄宗开元时期配享帝推之，“天”指圆丘、

祈谷，“上帝”指雩祭。

《旧唐书》卷 ２１ 《礼仪志一》；《册府元龟》卷 ５９０ 《掌礼部二八·奏议一八》，《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６１ １７６２页。
《册府元龟》卷 １６ 《帝王部·尊号一》，第 １８４ １８５页。
《新唐书》卷 １３ 《礼乐志三》。
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徐璐、张子如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７４、２６３ ２６４页。
《通典》卷 ４３ 《郊天下》，第 １１９９页。史料中所见杜鸿渐再定郊丘配享帝时间，略有分殊：（一）永泰二年。上文所引 《通典》即

此例。王泾 《大唐郊祀录》载：“永泰二年礼仪使杜鸿渐学士、归崇敬、薛颀等上疏请以太祖景皇帝配”。（王泾：《大唐郊祀录》

卷 ４，第 １０页 ａ）误将杜鸿渐宝应元年礼议记为永泰二年，但透露出杜鸿渐等再定郊丘配享帝在永泰二年；（二）广德二年正月。
《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均如此，《资治通鉴》载其具体时间在广德二年正月甲寅。（《资治通鉴》卷 ２２３ “唐代宗广德二年”条，
第 ７２７９页；《册府元龟》卷 ５９０ 《掌礼部·奏议一八》， 《宋本册府元龟》，第 ７６３ 页）案：唐代宗广德二年二月乙亥亲祀圆丘，
（《旧唐书》卷 １１ 《代宗纪》）更定郊丘配享帝当与此相关，故知杜鸿渐再定郊丘配享帝当在广德二年正月。
《旧唐书》卷 １１ 《代宗纪》。
刘肃：《大唐新语》卷 １３ 《郊禅》，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１９９页。
《旧唐书》卷 ２１ 《礼仪志一》。
《旧唐书》卷 ２１ 《礼仪志一》；参见独孤及：《毗陵集》卷 ６ 《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议》，《四部丛刊》本，第 ３２页 ｂ；刘肃：《大唐新
语》卷 １３ 《郊禅》，第 １９８ １９９页。案：《旧唐书·礼仪志一》以独孤及奏议位于宝应元年与广德二年礼议之间，显然舛误。《大唐
新语》以独孤及奏议在 “宝应初”，其位置当在下文永泰二年 “诏旨令百司议”之后，疑有错简。永泰二年集议时间，自当参照独

孤及奏议，罗联添、蒋寅、刘鹏等诸家所定独孤及奏议时间不尽明确，今以永泰二年六月 “始雨”揆之，（《旧唐书》卷 １１ 《代宗
纪》）永泰二年集议约在五月。



中宗庙别立与中晚唐 “中兴”的礼仪构建

独孤及仍持太祖配享圆丘说，否则太祖当为毁庙，有效祛除礼官之疑，“于是郊庙之礼遂定”①，太祖确立为

不祧之祖。

（二）德、顺时期的中兴之主与不祧庙

肃、代之后，日渐式微的中兴旗号再度复燃。大历十四年 （７７９）五月，唐德宗即位，擢崔佑甫为宰相，
“政声蔼然”，“天下以为可复贞观、开元之太平也”②，寄寓着李唐朝臣对太平中兴之世的期许。权德舆更是

拔高唐德宗的政治地位，“德宗皇帝方以尧舜氏聪明之道驭天下”③，唐德宗直接上承尧舜。当此之时，高仲

武 《中兴间气集》称：“（唐德宗）出震继明，保安区宇，国风雅颂，蔚然复兴，所谓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

也”④，表达出对李唐政治中兴具有强烈的政治企盼。不料，唐人的 “中兴好梦”被唐德宗建中二年 （７８１）
以后的朱?、李怀光之乱等政治内乱所打破。⑤ 贞元二年泾原兵变的平定，客观上 “消灭了泾原、凤翔的隐

患”，解决了朔方军问题，将神策军兵权收归皇室。⑥ 至贞元四年刑部员外郎陆淳等奏：“今圣上纂祖宗之鸿

猷，建中兴之盛业”⑦，唐德宗作为中兴之主的揶揄之声仍不绝于朝，上文所及贞元二年以后，唐德宗在科举

制度中强化 “礼”的重要性，王泾、韦渠牟先后奏上 “中兴礼典”，传达出唐德宗已将政治中兴移向制礼作

乐的礼仪中兴，唐人企盼的实质意义上的中兴并未来临。

唐顺宗享国日浅，中兴气象不够显著。而在德、顺时期，作为中晚唐礼仪中兴核心的三不祧庙最终确立。

广德二年配享帝改革，凸显出唐高祖、唐太宗在郊丘中的特殊地位，此后引发了礼官议立其神主为二祧庙。

大历十四年十月，唐代宗神主升纎太庙，颜真卿以吏部尚书充礼仪使，奏请迁毁 “代数已远”的代祖庙，废

除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以代祖为不毁庙的旧说，并称：“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尧皇帝，国朝首

祚，万叶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毁之典。”⑧ 太祖景皇帝融合受命帝、始封之

君为一体，开国之君唐高祖及唐太宗被预设为不毁庙。

不祧庙具有不稳定性，唐高祖、唐太宗神主是否为真正意义的不祧庙，颜真卿奏议不能被绝对化，具体

问题有必要落实到迁庙之际其神主是否被迁毁。唐宪宗永贞元年 （８０５）十一月己巳 （初四日），唐德宗神主

迁纎太庙，礼仪使杜黄裳与礼官王泾等请迁毁唐高宗神主，“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

后稷也。高祖神尧皇帝国朝首祚，万叶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应天靖乱，垂统立极，德同周武

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圣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不迁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

三穆之外，谓之亲尽”。⑨ 即杜黄裳、王泾 “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云云，明确以唐高祖、唐太宗为李

唐之祖、宗，唐德宗神主升纎，唐高宗神主顺次迁毁。杜黄裳、王泾等由此摧破了垂拱元年以来的三圣观念，

唐高宗政治地位经历由推尊到降格的历史过程，唐高宗降为毁庙，唐高祖、唐太宗与太祖景皇帝对标姬周后

稷、周文王、周武王，构成三不祧庙，李唐至此确立 “配享帝、不祧庙为一”的模式。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最终确立九庙，王泾 《大唐郊祀录》卷 ９载 “王肃云：‘德厚者流泽广，天子可以祀

六代之亲庙，若周之文、武不在数中，亦降杀以两之义’，故我国家累圣丕缵，开元中采而为制，符德厚泽广

之义也”瑏瑠，《大唐郊祀录》所引王肃礼说，今不见于王肃 《圣证论》，盖源自王肃 《礼记·王制》注。王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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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肃：《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行状》，独孤及：《毗陵集》附录，第 １３０页。
《旧唐书》卷 １１９ 《崔佑甫传》；《旧唐书》卷 １３５ 《卢杞传》。
权德舆：《权德舆诗文集》卷 １４ 《唐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宾客赠户部尚书齐成公神道碑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 ２２４页。
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唐中兴间气集序》，傅璇琮等编：《唐人选唐诗新编》（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 ４５１页。
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２页。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 ４２５页。有关李怀光反叛后，唐德宗分割朔方军问题，参见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
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２２２ ２２４页。
王泾：《大唐郊祀录》卷 １０，第 ２２页 ｂ。
《旧唐书》卷 ２４ 《礼仪志二》；王溥：《唐会要》卷 １５ 《庙议上》，第 ３７８页。
《旧唐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册府元龟》卷 ５９１ 《掌礼部二九·奏议一九》，《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６９页。具体时间，参见 《资

治通鉴》卷 ２３６ “唐顺宗永贞元年”条，第 ７７４５页。《旧唐书·宪宗纪》作十一月乙巳。（《旧唐书》卷 １４ 《宪宗纪上》）案：永贞
元年十一月丙寅朔，无乙巳日。

王泾：《大唐郊祀录》卷 ９，第 １０页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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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唐玄宗 “开元中采而为制”，已取用王肃九庙说，特就其数量而言①，严格来说，唐代庙制尊用王肃庙制说

始自唐顺宗永贞元年。

（三）唐宪宗中兴不迁之主的定位与牛李党争

唐前期与唐后期对中兴之主标准的判定，有所不同。章群指出：“（中宗）是否为中兴之君。此一问题自

开元四年 （７１６）提出，至元和元年 （８０６）乃有倡议当为百代不迁者，若然，岂非同于高祖与太宗？此犹为
次要者，问题之要害，若肯定其为中兴之君，岂非显现则天改朝换代之事实？自玄宗以来，中宗中兴之名，

一再为大臣否定，实则欲否定武氏一朝之存在，至少欲使之淡化而平其痕迹。”② 章氏所论，唐中宗中兴问题

关涉对武周的历史地位问题，自然精辟，然则自开元十一年之后，武周、李唐间政治的衔接问题已不再是政

治的焦点问题，唐中宗仍被视为中兴之主。开元十一年国子祭酒徐坚上表称：“伏以中宗孝和皇帝受命中兴，

化民以德，虽别庙荐享，而圣心未安，将革前规，移入太庙。”③ 即此后唐中宗神主纎庙，仍被视作中兴之主。

而中兴之主的标准在唐宪宗时期存在微妙的变动。

唐宪宗元和元年正月太上皇 （唐顺宗）崩，七月唐顺宗神主将迁太庙，究竟迁毁何者神主，略有异议。

唐宪宗诏公卿议，或以 “则天太后革命，中宗复而兴之，不宜在迁藏之例”，“中宗为中兴之君，当百代不迁

之位”④，仍然沿承唐玄宗以来的政治观念。若如公卿所论，唐中宗为中兴不迁之庙，当祧唐睿宗而纎唐顺

宗。有关唐中宗是否为中兴之主，司勋员外郎蒋武 （即蒋C）与太常博士王泾的立场基本一致。蒋C以为：
“及母后篡夺，神器潜移。其后赖张柬之等同谋，国祚再复。此盖同于反正，恐不得号为中兴之君。凡非我失

之，自我复之，谓之中兴，汉光武、晋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晋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于惠、

安二帝事同，即不可为不迁之主也。”蒋C从建功立业的标准出发，以光武帝、晋元帝为中兴之主的典型代
表，“非我失之，自我复之”，而唐中宗光复李唐，“自我失之，因人复之”，不得称中兴之主。太常博士王泾

则以 “祖有功，宗有德”的旧训发其端，也以皇位的获得、丧失、再度获得，均系于唐中宗一人之身，唐中

宗不足以当中兴之主。⑤ 蒋C等通过辨唐中宗非中兴之主，进而论定唐中宗神主非不毁庙，当迁毁。蒋C、王
泾之论，代表着功业论成为李唐中兴之主的绝对标准正式建立。

在功业论的基调下，李唐朝臣积极塑造唐宪宗中兴之主的政治形象。元和元年、元和二年，唐宪宗先后

讨平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镇海节度使李锜之乱，改变唐德宗以来旧的政治游戏规则，迫使地方藩镇 “无条

件地接受朝廷所直接指定的人选”，唐宪宗作为 “中兴之主的名声”已经深入人心。⑥ 元和三年元日，群臣上

唐宪宗尊号曰 “睿圣文武皇帝”，文武二字，彰显唐宪宗 “经天地”，“禁暴乱”。⑦

唐宪宗时期 “中兴”一语的使用，主要在淮西平定之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 （８１７）十月，生擒淮西节
度使吴元济，唐宪宗政治声望臻至巅峰，次年元日，唐宪宗大赦天下，柳州刺史柳宗元奏上 《献平淮夷雅

表》借周宣王平定淮夷旧典，推美唐宪宗功勋，“太平之功，中兴之德，推校千古，无所与让”。⑧ 唐宪宗致

天下于太平，其功勋丝毫不逊色于以往任何中兴之主。元和十四年二月斩杀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由是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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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也有类似之论，参见杨华：《论 〈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古礼再研》，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２７、
２３３页。
章群：《唐代祠祭论稿》，第 １８页。
王溥：《唐会要》卷 １２ 《庙制度》，第 ３４２页。
《册府元龟》卷 ５９１ 《掌礼部二九·奏议一九》，《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７０页；王溥：《唐会要》卷 １５ 《庙议上》，第 ３８１页；《旧唐
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旧唐书》卷 １４９ 《蒋C传》。
《旧唐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
陆扬：《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 ５５ ５８页。许超雄指出元和三年最早出现君臣议定 “中

兴”问题。参见许超雄：《唐宪宗 “元和中兴”的政治语境》，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 ３６辑，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
第 １９４页；《元和中兴：朝廷的短暂振作》，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５年，第 ２３５页。
《旧唐书》卷 １５ 《宪宗纪》；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７李吉甫 《睿圣文武皇帝册文》，第 ４６页。
《旧唐书》卷 １５ 《宪宗纪》；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 １ 《献平淮夷雅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
第 １页。



中宗庙别立与中晚唐 “中兴”的礼仪构建

唐代宗广德元年以来 “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州”的局面，开创了藩镇 “至是尽遵朝廷约束”的盛况。① 元

和中兴在李唐政治中如何定位，元和十二年连州刺史刘禹锡 《平蔡州》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

时”②，透露出一丝线索。刘禹锡将元和政局比肩天宝承平之世，而非 “开元全盛日”，并非其个人短见。元

和十四年七月辛巳 （初五日），群臣再次上唐宪宗尊号 “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③，而 “圣文神武法天

应道”恰恰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尊号 “圣文神武应道”的基础上，增加 “法天”二字，在尊号层面反映出唐

宪宗君臣冀希元和中兴附骥天宝承平之世。元和十四年政治舆论的焦点略有分殊：七月刘禹锡盛赞唐宪宗

“手握玄符平九土”，着眼于统一大业④；而李翱、段文昌等朝臣更为聚焦于中兴之主，四月国子博士、史馆

修撰李翱上 《百官行状奏》称：“神断武功，自古中兴之君，莫有至者”⑤，将唐宪宗功勋位居历来中兴之主

首席；十二月翰林学士段文昌 《平淮西碑》在蔡州落成，“庶乎阅周雅者，美宣王之中兴”⑥，托周宣王之名，

通过纪功碑镌刻唐宪宗为中兴之主。

在唐德宗以后，唐宪宗基本解决了河朔三镇以外的藩镇问题，最终缔造了李唐实质意义的中兴，不仅为

当朝朝臣推许至极致，唐文宗大和四年 （８３０）最终成书的 《宪宗实录》也予以了极高的政治定位，牛党蒋

系 （蒋C之子）评曰：“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 （案：唐宪宗谥号）

而已”。⑦ 可见，唐宪宗为李唐中兴之主在李唐已经盖棺论定。无论是政治宣传，还是国史书写，唐宪宗作为

中兴之主已经深入人心，李唐朝臣又借助庙号、不祧庙等在礼仪上试图确立唐宪宗中兴不迁之主的地位。

元和元年蒋C等的功业论存在一个重要的潜台词，若为实质意义的中兴之主，则为不祧庙，这直接关乎
唐宪宗在 “庙统”中的历史定位。元和十五年四月唐宪宗遇弑，淮南节度使李夷简 （李宗闵从祖兄）奏称：

“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翦寇逆，累有武功，庙号合称祖”，李夷简是否暗袭长孙无忌等 “称祖清

庙，万代不迁”之意，已不得而知，而其用意显然在于利用庙号称祖，建立唐宪宗的 “庙统”地位，唐穆宗

遂下公卿与礼官集议。太常博士王彦威基本沿承杜黄裳、王泾旧说，以李唐 “祖宗制度，本于周礼”，将太

祖、唐高祖、唐太宗与姬周后稷、周文王、周武王相比附，更发明 “祖有功，宗有德”之意，“三代之制，

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在其逻辑中，唯独 “始封之君”、开国之君庙号称

祖，其余则称宗，故李唐 “至高宗以后，则但称宗，谓之尊名，著为成法……大行皇帝庙号宜称宗”⑧，王彦

威所论恰恰印合唐代皇帝庙号称祖者仅限于唐高祖以上，揭橥出李唐皇帝庙号潜在的 “祖宗之法”。

元和十三年八月王彦威奏上 《元和曲台新礼》，为唐宪宗特授太常博士，王彦威议礼更为注重 “常典”

与 “故事”⑨，在议定唐宪宗庙号上也有体现。唐穆宗最终听从王彦威相对保守的奏议。元和十五年四月，礼

部侍郎李建奏上唐宪宗谥号及庙号。瑏瑠 如此，唐宪宗仅具中兴之主美名，而非不祧庙，李夷简之议也为李德裕

试图加隆唐宪宗为不祧庙埋下伏笔。

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党魁，李党以李德裕为党魁。学界关于牛李党争的发端时间，主要存在元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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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 ２４１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条，第 ７８８７页。
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 ４ 《平蔡州三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第 ４２２页。
《旧唐书》卷 １５ 《宪宗纪》；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７崔群 《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册文》，第 ４６页。
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 ４ 《平齐行二首》，第 ４４０页。
李翱撰，郝润华、杜学林校注：《李翱文集校注》卷 １０ 《百官行状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１年，第 １４３页。具体时间，参见王
溥：《唐会要》卷 ６４ 《史馆下·史馆杂录下》，第 １３１１页。
《文苑英华》卷 ８７２段文昌 《平淮西碑》，第 ４６０３ 页。黄楼对韩愈、段文昌 《平淮西碑》撰作的政治背景详有分析，参见黄楼：

《〈平淮西碑〉再探讨》，《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６４ ８８页。
《旧唐书》卷 １５ 《宪宗纪下》。唐长孺推断 《旧唐书》所引即源自 《宪宗实录》旧本。参见唐长孺：《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

党争》，《山居存稿》，《唐长孺文集》三，第 ２１２页。
《旧唐书》卷 １５７ 《王彦威传》；《新唐书》卷 １３１ 《宗室宰相传·李夷简传》；王溥：《唐会要》卷 １５ 《庙议上》，第 ３８２ ３８３页；
《册府元龟》卷 ５９１ 《掌礼部二九·奏议一九》，《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７２页。
《新唐书》卷 １６４ 《王彦威传》。
《旧唐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王溥：《唐会要》卷 １ 《帝号上》，第 １０ １１页；《唐会要》卷 １５ 《庙议上》，第 ３８２页。案：李建奏
议，疑即 《唐大诏令集》所收 《宪宗圣神章武皇孝皇帝谥议》。见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５ 《宪宗圣神章武皇孝皇帝谥议》，
第 ７７ 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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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和十年、长庆元年 （８２１）三种学说，学者更为倾向于长庆元年科场案一说。① 无论是李夷简，还是王
彦威，均非牛党、李党的骨干。唐文宗大和八年李宗闵再入相，赏识王彦威，“既秉政，授青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充平卢军节度、淄青等观察使”，而开成元年王彦威任户部侍郎，“凡内官请讬，无不如意”②，这一谄
媚的政治品行从一侧面反映出王彦威存在党附牛党的可能性，从此后牛僧孺、李德裕对唐宪宗的 “庙统”定

位来看，牛僧孺比较接近王彦威，李德裕更为接近李夷简，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

唐穆宗长庆二年至唐文宗大和四年 《宪宗实录》旧本的编纂以牛党为中心，唐武宗会昌元年 （８４１）四
月至会昌三年十月 《宪宗实录》改本的纂修以李党为核心，《宪宗实录》的修撰深深打上了牛李党争的历史

印记。③ 李德裕奏改 《宪宗实录》的动机，《旧唐书》主要集中于掩饰其父李吉甫之非，“复恐或书其父不善

之事，故复请改撰实录，朝野非之”，“李德裕奏改修 《宪宗实录》所载吉甫不善之迹”。然则是说傅璇琮已

疑之。④ 唐宪宗遇弑，今存 《宪宗实录》旧本仅载 “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⑤，岑仲勉疑李德裕等重修 《宪

宗实录》在于 “彰正”宦官弑君之罪。⑥ 不过李德裕奏改 《宪宗实录》在会昌元年三月 “请不迁宪宗庙”之

后⑦，即李德裕否认牛党所修 《宪宗实录》的合法性，整体性重改 《宪宗实录》，不仅关乎其先父的 “私

事”，更关乎唐宪宗历史定位的 “国事”，《宪宗实录》的重修，显示出李党主动争夺纂修国史的话语权与

解释权。

上引 《宪宗实录》旧本蒋系对唐宪宗政治评判，不可谓不高，但唐宪宗的 “庙统”地位，是建立在牛僧

孺的礼仪话语之下。唐穆宗长庆二年 （８２２）九月，宰相李逢吉以私憾出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次年三月，李
逢吉又荐引牛僧孺由户部侍郎拜相⑧，至长庆四年正月唐穆宗崩，七月牛僧孺以宰相任礼仪使，奏迁毁唐玄宗

神主，且据 《礼记·王制》《尚书》《荀子》“七代之庙”说，以为 “国朝九庙之制，法昔周之文。太祖皇帝

始为唐公，肇基天命，义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尧皇帝创业经始，化隋为唐，义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

神武应期，造有区夏，义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谓之亲庙，四时常飨，自如礼文。”⑨ 一般而论，李

党尚门第，尚 “经术”，牛党重科举，尚 “文词”瑏瑠，在礼议中，牛僧孺也熟稔 “经术”，其要旨与王彦威相

近，最终借 “法周”的名号，将太祖、唐高祖、唐太宗成为李唐固化的三不祧庙，客观上，也基本杜绝了唐

宪宗立为不祧庙的可能性。

唐敬宗宝历元年 （８２５）正月牛僧孺罢相，宝历二年十二月唐敬宗崩，后迁唐肃宗而纎唐敬宗，唐宪宗
“庙统”地位并未调整。在唐文宗大和三年至九年，李宗闵、牛僧孺一度同时拜相，李德裕与李宗闵也曾在

同朝分庭抗礼，在此期间，牛僧孺、李德裕、李宗闵先后罢相。唐文宗末年涉及李唐太庙格局，开成五年

（８４０）正月唐文宗崩，宰相杨嗣复 “摄冢宰”，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废太子陈王李成美，奉颖王

李鏶 （唐武宗）即帝位瑏瑡，此后，礼仪使奏迁唐代宗神主，升纎唐文宗神主，并称：“国朝制度，太庙九室。

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创业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迁。”瑏瑢 开成五年牛党、李党并相，在政

治话语权上，李党崔郸不及牛党杨嗣复、李钰，也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唐宪宗仍非不祧庙，李唐庙制格局停留

４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瑢

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６７页；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４年，第 ３１１页。
《旧唐书》卷 １５７ 《王彦威传》。
唐长孺：《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山居存稿》，《唐长孺文集》三，第 ２０１ ２１５页。
傅璇琮对 《旧唐书》所载诸事，称 “出于宣宗朝白敏中、令狐绹等污蔑之词，并无事实根据”。参见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 ３０７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４１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条 《考异》，第 ７８９９页。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 ４１１页。

瑏瑡　 《旧唐书》卷 １８上 《武宗纪》。

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第 １１７、１２３页；丁鼎：《牛僧孺年谱》，沈阳：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１０１ １０２页。
《册府元龟》卷 ５９１ 《掌礼部二九·奏议一九》，《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７４页。案：《礼记·王制》，《册府元龟》原作 “周礼”，今

据其文意改。《旧唐书·礼仪志五》《唐会要·庙议上》所载均不出牛僧孺之名，《册府元龟》所载疑出牛党史臣纂修的 《穆宗实录》。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 ２６８、２７２页。
《旧唐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王溥：《唐会要》卷 １５ 《庙议上》，第 ３８６页。



中宗庙别立与中晚唐 “中兴”的礼仪构建

在牛僧孺的话语之内。

大和八年十月，李德裕罢相，至开成五年九月，李德裕再入相。唐武宗会昌元年 （８４１）三月壬申 （初

一日），宰相李德裕、陈夷行、崔珙、崔郸等奏唐宪宗有恢复 “中兴之功”，应尊为 “不迁庙”，试图通过重

塑唐宪宗的 “庙统”地位，突破牛僧孺的庙制话语，建立李党的礼仪话语，其状通过重新离析 “中兴”的概

念，力图加隆唐宪宗为不祧庙。李德裕等推演元和元年蒋C等的功业论，以王朝是否一度中断为标准，将中
兴析为 “王业中兴”（兴业）与 “王道中兴”（隆道）两类，光武帝、晋元帝属于 “王业中兴”，唐宪宗 “平

淮夷之叛，复祖宗之土”，与殷高宗、周宣王、汉宣帝同属 “王道中兴”，而 “国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

而未有中兴不迁之庙”，由是 “请尊宪宗章武孝皇帝，为百代不迁之庙”，唐武宗批复 “所论甚好，待续施

行”①，不料，其奏议为 “议者沮之”。② 李德裕等试图重定唐宪宗的 “庙统”地位，彰显唐宪宗的削藩业绩，

争夺礼仪的话语权，在政治受挫后，转而将目光投向重修 《宪宗实录》，争夺对历史的解释权。

唐武宗会昌年间为李党的全盛时期，目前已难以确知阻碍李德裕等 “庙统”改革的 “议者”究竟为谁，

也不能完全排除牛党如崔铉、马植等的可能性。唐宪宗为李唐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其政治地位已臻至极致，

前此西魏文帝、北齐武成帝均曾调整三不祧庙，或彰显皇统的 “正统”，或谋求个人的不朽性③，然而唐宪宗

始终未能冲破李唐 “庙统”中的 “祖宗之法”，庙号称祖之议被废，加隆为李唐中兴不迁之主的状也被寝，

的确耐人寻思。在牛李朋党之争外，恐怕还存在更为深层的政治文化因素。

李德裕等塑造唐宪宗为中兴不迁之主，其不祧庙的概念主要在于君主不朽性层面，而中晚唐不祧庙的政

治意涵远不止此。永贞元年李唐 “三圣”（太祖、唐高祖、唐太宗）与周代后稷、文王、武王齐名，集配享

帝与不祧庙于一身，化身为李唐寄寓的政治信仰，其神主已被刻写为李唐神格化的神统，并被塑造为李唐神

圣性与正统性的象征符号。如若唐宪宗加隆为不祧庙，这也为具体方案的实行带来了难题，或建立 “四不祧

庙”，或替换 “三圣”之一。李唐庙制中尽管存在 “变礼”，但在不祧庙的设定上始终秉守 “周制”三不祧庙

的超稳定结构，这意味着 “四不祧庙”方案不具有可行性，而唐宪宗取代任何 “三圣”，牵一发而动全身，

均会酿成政治舆论的波动，动摇李唐神圣性与正统性的基础，引发政治信仰的危机，这恐怕是李德裕 “庙

统”改革流于泡影的根源所在。

会昌六年三月，唐武宗崩，唐宣宗即位，四月李德裕罢相，五月、六月间牛党白敏中 （白居易从弟）、

马植相继拜相，牛党重新进入中枢权力的核心，七月、八月、九月间李党李让夷、李回、郑肃先后罢相，李

党被逐一排除出权力中心之外。在牛党重新执政时期，会昌六年十月，太常礼院、唐宣宗继续认定唐宪宗

“赫耀中兴”“道协中兴”，在不动摇庙制格局的前提下，十月、十一月，唐宣宗先后敕杜黄裳、裴度、高崇

文、李朔等中兴功臣为唐宪宗庙配享功臣④，唐宪宗在 “庙统”中的地位最终确立。而在平定西川与浙西发

挥关键性作用的李吉甫未克入选，也留下了牛李党争的政治印记。

四、结语

唐礼的转型问题是学界思考的重要议题，“开元后礼”以 “变礼”为突出特点，若重新审视唐前期皇帝

传统祭礼，其中存在一个关键的 “变礼”，即唐玄宗一度别立中宗庙，名实不符的中宗庙象征李唐中兴不迁

之主。而中宗庙蕴含中兴之主与不祧庙双重身份，又成为理解中晚唐政治中兴与礼仪中兴的核心锁钥。

５７１

①

②

③

④

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 １０ 《请尊宪宗章武孝皇帝为不迁庙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 ２０９
２１３页；《册府元龟》卷 ５９２ 《掌礼部三·奏议二》，《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７６ １７７７页。案：《唐会要·庙议下》所收中书门
下奏议简略，今不据之。李德裕 《请尊宪宗章武孝皇帝为不迁庙状》文末结衔原阙名讳，其文末注推断作李德裕、陈夷行、崔珙、

崔郸，其中崔郸，《册府元龟》作李绅。《旧唐书·武宗纪》载其时间作三月初一日，李德裕 《请尊宪宗章武孝皇帝为不迁庙状》

作三月十一日。又参见卞孝萱：《李绅年谱》，《文史考论》，收入 《卞孝萱文集》第 ６卷，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３２０页。
《旧唐书》卷 １８上 《武宗纪》。

赵永磊：《神主序列与皇位传承：北齐太祖二祧庙的构建》，《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攀附 “周制”：北周祖宗的择定及其庙制

的构建》，《文史哲》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王溥：《唐会要》卷 １８ 《杂录》，第 ４３０、４３３ ４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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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宗庙的政治意涵，学界见仁见智。若切近审视中宗庙设立的政治背景，唐高宗皇统出现唐中

宗、唐睿宗的 “二统”局面，开元四年唐玄宗自立为 “正统”，为在 “庙统”上彰显唐睿宗的 “宗统”地

位，由是在太庙之西为 “旁统”的唐中宗立别庙。唐玄宗这一举措，一方面，开启了长安城 “西庙”的滥

觞，元献皇后庙、昭德皇后庙先后位于中宗庙旧址，另一方面，开元十一年唐中宗神主复纎庙后，仍具中兴

不祧之庙的地位，也直接拉开了中晚唐构建中兴之主与不祧庙的序幕。

唐前期配享帝、不祧庙并不稳定，唐高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建立 “配享帝、不祧庙为二”理论，太

祖、代祖为不祧庙，唐玄宗所立的中宗庙享有中兴不迁之主的桂冠，实则有名无实，在开元四年?祭时，甚

至曾沦落为 “旁系末统”的边缘地位，这反映出配享帝、不祧庙并非唐前期礼仪的核心内容。安史之乱以

后，重塑中兴成为唐代政治的核心问题，而中晚唐重塑中兴兼具政治中兴与礼仪中兴双重面相：（一）政治

中兴集中体现在塑造 “今皇”为中兴之主。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唐宪宗等均先后被塑造为中兴之主，

代表着唐人致天下于太平的政治企盼；（二）礼仪中兴在唐代宗以后成为李唐塑造神圣性与正统性的重点，

主要体现在构建配享帝及不祧庙。唐前期配享帝与不祧庙并不统一，也并非一成不变，至唐代宗广德二年太

祖、唐高祖、唐太宗 （“三圣”）成为李唐固定的配享帝，唐顺宗永贞元年 “三圣”又成为不祧庙，“三圣”

兼具配享帝与不祧庙，化身为李唐神圣性与正统性的象征符号。

中宗庙中兴不祧之主的 “庙统”形象，在元和元年蒋C等功业论中被解读为若为实质意义的中兴之主，
则为不祧庙。李唐朝臣公推唐宪宗位居历来中兴之主首席，而如何定位唐宪宗 “庙统”地位，成为牛党、李

党的政治分歧。唐穆宗长庆四年宰相牛僧孺沿用王彦威保守的旧说，以 “法周”为名号进一步将 “三圣”确

立为李唐固化的三不祧庙，成为李唐庙制中的 “祖宗之法”，建立牛党的礼仪话语体系，唐敬宗、唐文宗时

期递相祖述。至唐武宗会昌元年宰相李德裕等试图加隆唐宪宗为不祧庙，追求君主的不朽性，即便在李党全

盛时期，也未能突破牛党的庙制话语，由是将目光转向重修 《宪宗实录》，争夺对历史的解释权。

中晚唐不祧庙赋予了强大的政治意涵，在唐代宗至唐穆宗年间，李唐 “三圣”经历不断被神格化的过

程，最终成为李唐固化的配享帝与不祧庙，成为正统在唐、天命在唐的象征，李德裕等加隆唐宪宗为不祧庙

的奏议，在礼仪实践中已不具有可行性，否则会酿成政治舆论的波动，动摇李唐神圣性与正统性的基础。正

是李唐 “三圣”的神统地位，使得完美的中兴不迁之主理念化为泡影，唐后期皇统中中兴之主在相当程度上

蜕变为皇帝的一种政治荣誉，乃至不断贬值，中兴之主加隆为不祧庙的渠道完全被堵塞。

行文至此，另一重要问题不能不涉及。不仅仅是中兴之主肇端于中宗庙，唐代皇帝的昭穆制度也受到中

宗庙的影响。唐中宗神主迁毁，《新唐书·礼仪志三》称：“迁高宗而纎德宗，盖以中、睿为昭穆矣”①，论者

多信从此说②，不过欧阳修有关唐代昭穆问题的判断失之偏颇。唐玄宗为唐中宗立别庙，其诱因在于兄弟同昭

穆，上文引唐玄宗开元十年诏 “又兄弟继及，古有明文”，太庙演化为九庙八代神主，即唐中宗神主复纎太

庙，唐中宗、唐睿宗昭穆亦同，至 “迁中宗而纎顺宗”，并未将唐中宗、唐睿宗神主均迁毁，则本于递次迁毁

原则。至于会昌六年五月，礼仪使奏：“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历三朝。昭穆之位，与承前不

同”，并以 “兄弟昭穆同位”为原则，仿效东晋贺循所谓 “庙以容主为限，无拘常数”，庙制以九代为准，唐

代宗神主复纎庙，“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于太庙东间添置两室，定为九代十一室之制”③，唐宣

宗从其奏，由此解决了兄弟同昭穆的问题。唐代皇帝的昭穆问题也反映在唐陵地秩序中，学者指出：“中宗、

睿宗初在宗庙中为昭穆异位，可在陵地上却是以排葬形式入葬。相继为君的敬宗、文宗、武宗三兄弟在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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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新唐书》卷 １３ 《礼乐志三》。
李衡眉：《唐朝庙制及其昭穆次序述评》，《昭穆制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第 ２２６、２３１页；任爽：《唐代礼制研究》，
第 ７１页；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 （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１０２页；另，戸崎哲彦、朱溢所论唐
代太庙变迁，也以唐中宗、唐睿宗昭穆异位，参见戸崎哲彦：《唐代における太庙制度の变迁》，《彦根论丛》１９８９年第 ２６２、２６３
号，第 ３８７页；朱溢：《事邦国之神癨：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第 １７４页。
《旧唐书》卷 ２５ 《礼仪志五》；王溥：《唐会要》卷 １２ 《庙制度》，第 ３４４ ３４５页；《册府元龟》卷 ５９２ 《掌礼部三·奏议二》，
《宋本册府元龟》，第 １７８２页。



中宗庙别立与中晚唐 “中兴”的礼仪构建

中为昭穆同位，可在陵地上表现出来的却是昭穆异位。”① 而鉴于唐中宗、唐睿宗昭穆异位的问题已不足以成

立，唐陵的布局问题恐怕也存在重新审视的必要。

政治仪式从来不仅仅是政治的被动反映，其本身就是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强大工具。中国古代王朝在遭遇

重大政治危机后，中兴叙事蔚然可观，而所谓中兴，不出李德裕等所谓 “王业中兴”与 “王道中兴”二途，

除东汉、东晋、南宋等属前者之外，其余王朝多属后者。重塑中兴不仅展现在政治、经济或军事层面，在礼

仪层面也会通过复兴皇帝礼仪，纂修 “中兴礼典”，以及借用礼仪符号塑造王朝的神圣性与正统性等，力图

重塑皇权权威，凸显王朝赓续，渲染天下太平，强化政治凝聚力。在这一问题上，中晚唐的礼仪中兴不失为

绝佳的案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问题研究专项 ２０２２年度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礼制文化与

国家治理研究”（２２ＶＬＳ０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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